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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近年来中国高铁迅猛发展，对经济、结构、技术等方面产

生日益显著的影响，这进一步影响到雾霾污染，因此亟待检验高铁开

通的雾霾污染效应。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中国２８５个城市的面板数

据，本文利用高铁在不同城市、开通时间上的变异，使用渐进性的双重

差分方法估计了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未开

通城市，高铁开通城市的ＰＭ２．５地表浓度平均降低１．８１％，意味着高铁

开通带来了环境红利；从动态效应上看，高铁开通的减霾效应出现在

开通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同时，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异

质性，减霾效应在东中部城市、沿海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高创新水

平城市、高人力资本水平城市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通

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条途径影响雾霾污染水平。本文
丰富了高铁与雾霾污染的相关文献，从雾霾污染的视角为高铁建设的

经济社会效益评估提供了环境方面的证据。

关键词　高铁开通；雾霾污染；双重差分法

!　引言

近年来，中国十面“霾”伏现象呈常态化趋势，多个城市的颗粒污染物指数

频频爆表，谈霾色变已经成为广大社会公众的普遍心态。ＮＡＳＡ卫星的雾霾污

染数据显示，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城市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一直高于３５μｇ／ｍ
３，远远

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准则值》１０μｇ／ｍ
３的标准。２０１８年中国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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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第三次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规定，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不得超过３５μｇ／ｍ
３。

这一浓度标准是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最宽松的过渡期标准制定的，远远高于发达
国家，如美国为１２μｇ／ｍ

３，日本为１５μｇ／ｍ
３，欧盟为２０μｇ／ｍ

３。严重的雾霾污染
不仅显著降低人均ＧＤＰ，损害经济发展质量（陈诗一和陈登科，２０１８），更是直接
影响到个体生理健康，降低劳动生产率（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减少居民预期寿命
（Ｅｂｅ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报告》显示，２０１０年中国室外空气污
染导致１２３．４万人的过早死亡和２５００万健康生命年损失，２０１５年每１０万死者中
就有１６３．１人死于空气污染，成为世界上疾病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

鉴于雾霾污染的严重危害性，治理雾霾污染成为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社
会各界高度关注并积极探寻雾霾污染的形成根源与防治途径。经济学既有文
献中，关于雾霾污染的研究沿袭经典的环境污染文献，致力于考察雾霾污染的
影响因素。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１）开创性地指出环境污染受到经济发
展的影响，发现污染物（ＳＯ２和烟尘）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Ｕ型”关
系，即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且将这一非线性关系归因于规模效应（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结构效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和技术效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ｆｆｅｃｔ）。由此，

大多数雾霾污染的文献主要从规模、结构和技术等方面寻求雾霾污染的促增因
素与促降因素，如马丽梅和张晓（２０１４）、邵帅等（２０１６）等。然而，这类文献并没
有关注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工具对雾霾污染的影响。

从成因上看，雾霾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生产、机动车尾气、冬季取暖烧煤等
导致的大气中的颗粒物；而在ＰＭ２．５的污染源中，机动车贡献超过２０％，成为最
大来源（梁若冰和席鹏辉，２０１６）。基于上述考虑，一些学者关注了交通因素对
雾霾污染的影响。Ｌｕ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利用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发现，道路密度越
高，ＰＭ１０浓度越低，这一作用主要是由于道路宽度缓解了交通拥堵，提高了机动
车的移动速度和能源使用效率。交通工具方面，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Ｗｈａｌｌｅｙ（２０１２）发现
台北市轨道交通的开通显著降低与汽车尾气直接相关的ＣＯ排放水平；梁若冰
和席鹏辉（２０１６）以中国大陆１４个城市新开通的４５条线路为研究对象，同样发
现轨道交通的开通具有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利用台北市的数
据，发现电动汽车的使用可以使城市空气污染降低６０％；高明等（２０１８）以中国
大陆４０条轨道交通线路与２４条ＢＲＴ（快速公交系统）线路为研究对象，证实轨
道交通和ＢＲＴ的开通能够显著改善空气质量。相比城市内部的轨道交通、电
动汽车、ＢＲＴ等短途交通工具，高速铁路（下文简称“高铁”）主要是一种跨城市、

跨省份的长途出行交通工具，亦属于一种新型轨道交通工具。那么，一个自然
而然的问题是，高铁能否与地铁、电动汽车、ＢＲＴ等交通工具一样，具有改善空
气质量的作用？目前罕有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

自２００８年中国第一条京津城际高铁开通以来，高铁迅猛发展。截至２０１８
年底，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达２．８６万公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高铁营业里程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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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疑，中国是世界上高铁网运输能力最强的国家，也是世界上高铁在建规
模最大、拥有动车组列车最多、运营最繁忙的国家（周玉龙等，２０１８）。理论上，

高铁开通降低了固定区间的通行时间，缩短了两地间的实际空间距离，改善了
城市间可达性水平，从而加快了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速
度，产生“时空压缩”和“边界突破”效应（施震凯等，２０１８）。因此，不断增强的高
铁网路对经济、结构、技术等方面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到雾霾
污染。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高铁开通是否会影响雾霾污染？如果答案是肯
定的，那么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时空差异？以及导致这种影响的可能机制是什
么？厘清上述问题，有利于深层次理解高铁开通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与影响
机制，这对于评估高铁大规模投资的经济社会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相比于以往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议题上，本
文是国内较早关注高铁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文献，拓展了交通运输工具与环境污
染的相关研究。虽然已有少数文献（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Ｗｈａｌｌｅｙ，２０１２；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梁
若冰和席鹏辉，２０１６；高明等，２０１８）关注了交通的环境效应，但研究对象主要集
中于地铁、电动汽车、ＢＲＴ等短途市内交通工具，本文将研究对象拓展至高铁这
一长途市际与省际交通工具。第二，识别策略上，本文立足于双重差分法的估
计框架，借助于高铁在不同城市、开通时间上的变异，通过比较高铁先开通的城
市与后开通的城市、未开通的城市之间雾霾污染的差异，得到“差分中差分”的
结果。相比于既有使用“道路密度”直接度量“交通基础设施”的文献（Ｌｕ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本文避免了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同时，

本文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方面探求高铁开通影响雾霾污染的
机制。第三，丰富了雾霾污染和高铁的相关研究。现有关于雾霾污染的文献
（马丽梅和张晓，２０１４；邵帅等，２０１６；黄寿峰，２０１７）大多数聚焦于省份层面，本
文则将研究视角深入到城市层面。同时，现有关于高铁的文献主要考察高铁对
经济发展（张克中和陶东杰，２０１６；刘勇政和李岩，２０１７；Ｑｉｎ，２０１７；Ｇ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劳动力市场（Ｌｉｎ，２０１７；Ｄｏｎｇ，２０１８）、房价与地价（Ｚ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Ｋａｈｎ，２０１３；周玉龙等，２０１８）、产业集聚（Ｓｈ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企业生产率与
资源配置（李欣泽等，２０１７；施震凯等，２０１８；张梦婷等，２０１８）等因素的影响，而
缺乏关注高铁对雾霾污染等环境要素的影响，本文则填补了这一缺憾。

"　政策背景与理论假说

"$"　中国高铁发展情况

　　从铁路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人均铁路网络密度远低于发达国家，货运和
客运的运能不足问题一直是制约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痼疾。铁道部在１９９７至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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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共实施了六次铁路提速，使全国列车平均运行速度由每小时约４８公里
逐步提升至７０公里（施震凯等，２０１８）。然而，六次铁路提速依然不能满足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此，２００４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历史上第一个《中长期
铁路网规划》，以大气魄绘就了超过１．２万公里“四纵四横”的快速客运专线网。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日，中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
营，时速３５０公里／小时，标志着中国从此迈入高铁时代。此后，中国高铁事业
的发展日新月异，２０１６年新版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将原有的“四横四纵”铁路
快速客运主干线升级为“八横八纵”，并指出２０３０年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区
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的强大高铁网络。

为了更好地描述中国高铁的发展情况，图１（ａ）绘制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中国

　　

图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中国高铁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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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营业里程的变化趋势。该图清楚地显示出高铁营业里程呈现出稳定的上
升趋势，从２００８年的６７２公里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２２９８０公里，增幅高达３３倍，平
均每年增加２７８９公里。根据中国轨道交通网的最新数据，高铁营业里程２０１７
年新增３０４０公里，２０１８年新增２６００公里，距离《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设定的

２０２０年３万公里的目标只差１４００公里。同时，高铁占铁路营业里程的比重从

２００８年的０．８４％提升到２０１６年１８．５３％。相应地，不断增加的高铁营业里程诱
发和刺激了新的客运需求。图１（ｂ）绘制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中国高铁客运量的变
化趋势。容易看出，高铁客运量同样呈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由２００８年的７３４
万人次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２２１２８万人次，增幅高达１６５倍；同时，高铁占铁路客
运量的比重从２００８年的０．５％提升到２０１６年４３．４％。

根据样本城市开通高铁的地理分布可知，高铁开通城市大多数位于东中部
地区，彰显出中国高铁网络“东部沿海与中部相对密集，而西部相对稀疏”的特
征事实（张梦婷等，２０１８）。具体来看，在２８５个样本城市中，高铁开通城市为

１７９个，未开通城市为１０６个。在高铁开通城市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分别
为７２个、６８个和３９个，分别占总开通城市的４０％、３８％和２２％；同时，从高铁
开通城市与未开通城市的比例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开通比例分别是７１％、

６８％和４６％。之所以呈现这种区域差异，可能的原因是高铁选址的条件。根据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开通高铁的目的是连接主要城市群，基本连接省会城市
和其他５０万人口以上大中城市，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覆盖全国、以省会城市
为支点覆盖周边的高铁网络。因此，经济越好和人口越多的城市开通高铁的概
率越高，从而导致东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高铁网络密度
的差距。

为了比较高铁开通城市与未开通城市的雾霾污染水平，图２绘制了２００３—

２０１６年两类城市雾霾污染的对数值（ｌｎＰＭ２．５）和水平值（ＰＭ２．５）的变化趋势，数
据来源参见下文（下文２．２样本与变量部分）。可以发现，两类雾霾污染指标呈
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Ｍ”型变化趋势，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３年是两
个波峰年。从处理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来看，高铁开通城市的雾霾污染水平要
高于高铁未开通城市；同时，２００８年之后，两类城市的雾霾污染水平整体上呈现
出波动式的下降趋势。由于２００８年之后处理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雾霾污染水
平的下降趋势较为类似，图２尚不明证明高铁开通的减霾效应，因此下文将从
实证上进行严谨的识别。

"$#　理论假说

高铁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高铁动车组的运营速度通常是普通列车的
三倍以上；二是，高铁采用更先进的通信信号系统和列控系统，运行密度远高于

８１１



　
第６卷第３期

　
　　　 张华　冯烽：绿色高铁：高铁开通能降低雾霾污染吗？

　
　

图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高铁开通城市与未开通城市雾霾污染的变化趋势

普通列车（周玉龙等，２０１８）。基于高速度与高运行密度的优点，高铁带来显著

的时空收敛与压缩效应，加快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跨区域流动，降低信息沟通

成本，提高区域通达性和市场一体化水平，有效优化资源配置。同时，虽然高铁

是载人的交通工具，但也能释放铁路和公路的货运力，降低货物运输成本（张克

中和陶东杰，２０１６）。无疑，高铁将沿线城市转化为一个个“节点”，连点成线，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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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线成面，形成庞大的高铁网络。这张网络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

方面产生强烈的冲击，从而进一步影响到雾霾污染。图３绘制了高铁开通对雾

霾污染的影响机制。本文遵循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１）的思路，将雾霾污

染的影响途径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具体如下：

图３　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

第一，规模效应。高铁开通的规模效应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两

个方面。理论上，高铁开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正向的扩散效应，又有负向

的虹吸效应。扩散效应指的是，高铁开通的城市与相邻城市发生联动效应，促

使某一城市优质的资源、技术、经验等向相邻地区扩散，从而高铁网络中的节点

城市成为最大受益者，产生“同城效应”与“节点效应”（张克中和陶东杰，２０１６）。

虹吸效应指的是，高铁开通加速经济要素流动，促使各种投入要素、技术等向能

力更强的城市集聚，体现为负向的汲取效应。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均存在

实证文献的支撑。刘勇政和李岩（２０１７）提供了高铁开通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据，

认为高铁可以快速提升城市交通可达性，加强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与此相反，张

克中和陶东杰（２０１６）、Ｑｉｎ（２０１７）、Ｇ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则证实了

高铁开通显著抑制经济增长，认为虹吸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另外，高铁开通对

能源消费的影响也存在两个方面：一是替代效应，高铁替代了原有的路面交通

出行方式，如公共汽车或私人汽车，由于高铁的能源利用效率更高，从而有利于

节约能源消费；二是创造效应，高铁开通诱发与刺激新的出行者与出行需求，从

而加剧能源消费。

就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两个渠道而言，直观上，能源消费与雾霾污染呈简

单的同方向变动关系；然而，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如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所反映的二次曲线关系，或者“Ｎ”型或“倒Ｎ”型所反映的三次曲

线关系。因此，从规模效应所反映的“高铁开通→经济发展／能源消费→雾霾污

染”这一逻辑链条上看，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第二，结构效应。高铁开通的结构效应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两

个方面。由于高铁是客运设施，因此相比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以服务业为

代表的第三产业对客运交通的便利性更为敏感（Ｑｉｎ，２０１７）。Ｓｈ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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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中国长三角地区２５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发现，高铁对城市服

务业集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一些学者证实高铁开通有利于服务业的

发展。例如，Ｄｏｎｇ（２０１８）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发现，高铁开通

显著促进了零售与批发、酒店与食品等第三产业的就业；Ｌｉｎ（２０１７）利用２００３—

２０１４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发现，高铁对旅游相关产业、技术相关产业等第三产

业的就业促进更大，促使城市专业化模式转换至交流和技术密集型等部门。与

此相应，张克中和陶东杰（２０１６）发现，高铁开通显著降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

可以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著促进服务业就业，推动要素结构由资本密集型向

劳动密集型转变，从而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绿色化是

遏制雾霾污染的重要抓手，所以高铁开通将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而降低雾霾污染

水平。

第三，技术效应。高铁开通的技术效应主要表现在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两

个方面。由于技术创新的载体是人，而人的流动速度被高铁加快，因此创新知

识借助人的流动得以在更大的地理空间内扩散和传播。同时，高铁的时空压缩

效应减少了技术传输过程中不必要的损耗，降低了扩散和传播过程中的内容失

真和漏损（施震凯等，２０１８）。也就是说，高铁能够通过缩减时空距离促进技术

知识的溢出水平和扩散速度，从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既有文献提供了相关的

实证证据：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发现，城市道路面积密度越高，所辖地区企业的专

利数量越多；施震凯等（２０１８）发现，铁路提速对沿途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

进发挥了积极作用，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另外，高铁开通有利于提升人

力资本水平。杜兴强和彭妙薇（２０１７）发现，高铁开通能够通过扩大市场规模，

增加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从而显著增强城市对高级人才的吸引力，促使该城市

上市企业聘请的博士学历高级人才数量增加。Ｚ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Ｋａｈｎ（２０１３）也指出，

一旦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放松，由于高铁的出现会使大城市继续

保留原有的精英，而普通工作人员就会更多流向二线城市，从而明显提升整

个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总而言之，高铁开通能够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人力

资本水平，促进绿色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从而对雾霾污染产生抑制

作用。

综上所述，从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上看，高铁开通的时空压缩效应极大地

加快人、财、物、信息、技术的流动速度，有效提升市场与交通的可达性，优化资

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这有利于降低雾霾污染水平。然而，从

规模效应上看，高铁开通的影响存在正反方向的不确定性，这进一步导致高铁

开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总效应存在不确定性。由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竞争性

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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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１ａ：如果相比于高铁未开通城市，高铁开通城市的雾霾污染水平的变

化是降低的，那么高铁开通则具有减霾效应。

假说１ｂ：如果相比于高铁未开通城市，高铁开通城市的雾霾污染水平的变

化是增加的，那么高铁开通则具有增霾效应。

与此同时，针对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２：高铁开通凭借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条途径影响雾霾

污染水平。

#　实证设计

#$"　识别策略

　　本文将高铁开通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高铁在不同城市和开通时间上

的变异，使用渐进性的双重差分方法估计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具体到

研究设计上，本文遵循张克中和陶东杰（２０１６）、Ｌｉｎ（２０１７）、刘勇政和李岩

（２０１７）、Ｑｉｎ（２０１７）、Ｓｈ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Ｄｏｎｇ（２０１８）等文献的思路，设定如下计

量模型：

Ｙｉｔ＝α＋βＨＳＲｉｔ＋Ｘ′ｉｔγ＋ｕｉ＋λｔ＋εｉｔ （１）

其中，ｉ和ｔ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模型被解释变量Ｙｉｔ表示城市雾霾污染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 ＨＳＲｉｔ表示高铁开通；Ｘｉｔ表示一组控制变量，以控制其他因素

对城市雾霾污染水平的影响。同时，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方法，即控制

了城市个体效应ｕｉ，以控制城市间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如地理因素和资源

禀赋的差异等；同时，控制了年份效应λｔ，以控制特定年份对所有城市造成影

响的因素，如全国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等。εｉｔ表示随机误差项，为了控制潜在

的异方差、时序相关和横截面相关等问题，本文将标准误聚类（Ｃｌｕｓｔｅｒ）到城

市层面。

本文最关心的主要解释变量是 ＨＳＲｉｔ，表示城市高铁开通的状态，定义为

某城市高铁开通的当年及之后各年取值１，否则为０。这种定义自动产生了处

理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以及高铁开通前和开通后的双重差异，相当于传统双

重差分法中处理对象变量和处理时间变量的交叉项。β为双重差分统计量，捕

捉了高铁开通影响雾霾污染水平的净效应。如果β＜０且显著，则表明高铁开

通显著降低雾霾污染水平，体现了高铁开通的减霾作用；如果β＞０且显著，则

表明高铁开通显著提升雾霾污染水平；如果β不显著，则表明高铁开通对雾霾

污染的作用效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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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本与变量

本文采用的样本为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２８５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所需数据来自
于ＮＡＳＡ卫星的ＰＭ２．５数据、国家铁路局网站的高铁开通时间数据以及《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控制变量数据等。同时，由于缺少
城市层面的价格指数，因此以货币单位的名义变量均以相应省级层面的价格指
数进行消胀处理，调整为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

（１）雾霾污染。本文参考既有文献（邵帅等，２０１６；黄寿峰，２０１７；陈诗一和
陈登科，２０１８）的一般做法，雾霾污染以ＰＭ２．５地表浓度的年平均值来衡量。数
据来源于以ＮＡＳＡ卫星搭载的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ＭＯＤＩＳ）和多角度成像光
谱仪（ＭＩＳＲ）测算得到的气溶胶光学厚度（ＡＯＤ）为基础，被转化为栅格数据形
式的全球ＰＭ２．５浓度的监测数据，并进一步通过ＡｒｃＧＩＳ软件提取出中国城市层
面的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另外，需要提及，下文实证检验部分以雾霾污染的对数
值（ｌｎＰＭ２．５）为主，以雾霾污染的水平值（ＰＭ２．５）为辅。

（２）高铁开通。本文以虚拟变量来表示高铁开通变量，某城市高铁开通的
当年及之后各年取值１，否则为０。由前文政策背景可知，各个城市的高铁开通
时间存在先后差异，所以本文的模型（１）是一种渐进性的双重差分模型。

（３）其他变量。为了控制其他变量对雾霾污染水平的影响，本文参照秦蒙
等（２０１６）、邵帅等（２０１６）、黄寿峰（２０１７）、Ｌｕ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的研究，引入如下控制变量：人均道路面积、产业结构、ＦＤＩ（外商直接投资）比
重、人口密度、教育水平、科技支出、财政支出、人均收入的一次方项和平方项。

具体地，人均道路面积以人均道路建设面积的对数衡量；产业结构以综合指数
衡量，遵循汪伟等（２０１５）的做法，计算公式为产业结构综合指数＝一产比重＋２
（二产比重）＋３（三产比重），比重具体指某种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产业
结构综合指数值越高，说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越高；ＦＤＩ（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以
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衡量；人口密度以各地区年末人口总数与辖
区面积比值的对数衡量；教育水平以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占地区人口总数的比
重衡量；科技支出以预算内科技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值衡量；财政支出
以一般预算财政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衡量；人均收入以各地区人均实际ＧＤＰ的
对数衡量。

表１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容易看出，相比于高铁未
开通城市，高铁开通城市的ＰＭ２．５地表浓度均值更高，高出９．１８μｇ／ｍ

３。控制变
量中，除了财政支出变量，其余变量的均值在高铁开通城市的样本中更高。同
时，与已有文献相比，变量分布并未发现明显差异，均在合理范围之内，从而保
证研究数据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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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要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观测值
高铁开通城市 高铁未开通城市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雾霾污染：ＰＭ２．５地表浓度年平均值／（μｇ／ｍ３） ３９９０　 ５５．４８　 ２１．０７　 ４６．６６　 ２３．６４

人均道路面积：人均道路建设面积的对数／（ｍ２／人） ３９５５　 ２．５４　 ０．４６　 ２．４６　 ０．５２

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综合指数 ３９８４　 ２．２５　 ０．１５　 ２．１８　 ０．１２

ＦＤＩ比重：ＦＤＩ占ＧＤＰ的比重／％ ３７９５　 ２．６３　 ２．６０　 １．２５　 １．４１

人口密度：单位面积人口总数的对数／（人／ｋｍ２） ３９８７　 ６．００　 ０．７４　 ５．２４　 ０．９６

教育水平：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占人口总数的比重／％ ３８８８　 １．９８　 ２．４７　 ０．８０　 １．０５

科技支出：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３９８５　 １．３３　 １．４５　 ０．７８　 ０．７８

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 ３９８５　 １３．６２　 ６．１２　 １９．３２　 １１．７３

人均收入：实际人均ＧＤＰ的对数／（元／人） ３９８５　 ９．１４　 ０．７０　 ８．７６　 ０．６１

人均收入的平方：实际人均ＧＤＰ平方的对数／（元／人） ３９８５　 ８４．００　 １３．０２　 ７７．０３　 １１．０４

%　双重差分法适用性检验

本文使用渐进性的双重差分方法评估高铁开通的雾霾污染效应，主要目的

是剔除高铁之外的宏观环境、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干扰。就本文而言，剔除高铁

之外因素的影响需要检验两个假设：一是，确认高铁开通与当地雾霾污染水平

没有直接关系；二是，高铁开通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并不存在系统性的差异，

具备共同趋势。关于第一个假设，如果存在某些不可观测的因素与本文关心的

雾霾污染相关的因素同时影响到某一个城市是否开通高铁，那么高铁后开通的

城市和未开通的城市就不能构成高铁先开通的城市的对照组。关于第二个假

设，共同趋势或平行趋势（ｃｏｍｍｏｎ　ｔｒｅｎｄ）假设是双重差分法有效的重要的前提

条件，关系到对照组是否是处理组合适的“反事实”（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下文分别

就这两个假设进行检验。

%$"　假设前提一：高铁开通受雾霾污染影响吗？

实际上，假设前提一检验的是高铁开通和雾霾污染是否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的可能性。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某城市开通高铁的年份是否受雾霾

污染影响，即检验高铁开通年份是否与高铁开通之前的雾霾污染水平相关；二

是，某城市开通高铁的状态是否受雾霾污染影响。为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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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参考沈坤荣和金刚（２０１８）、Ｃｈａｎｄ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２０００）的做法，分别设
定如下两个计量模型：

ＨＳＲ＿Ｙｅａｒｉ＝α＋ρｌｎＰＭｉ＋φＸｉ＋εｉ （２）

Ｐｒ　ＨＳＲｉｔ＝１（ ）＝α＋σｌｎＰＭｉｔ＋φ′Ｘｉｔ＋εｉｔ （３）

其中，ＨＳＲ＿Ｙｅａｒｉ 表示ｉ城市开通高铁的年份；Ｐｒ　ＨＳＲｉｔ＝１（ ）表示ｉ城市ｔ年
是否开通高铁状态的０—１变量，１表示开通高铁，０表示未开通高铁；ｌｎＰＭｉｔ表
示雾霾污染水平，以ＰＭ２．５地表浓度年平均值的对数值衡量；Ｘｉｔ表示一组控制
变量，一致于方程（１）的设定。

方程（２）中，由于 ＨＳＲ＿Ｙｅａｒｉ 是不随时间而变的变量，因此本文设定横截
面数据模型进行检验，具体设定了高铁开通之前的七种情形。以ｌｎＰＭ２．５为核
心解释变量，表２ａ第（１）至（７）列分别是根据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平均值和高铁开通前平均值的观测数据进行回归的
结果。可以发现，七类模型中，雾霾污染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城市开通高
铁的年份并不受当地雾霾污染水平的影响。同时，对于方程（３），本文采取

ｐｒｏｂｉｔ回归，估计结果见表２ａ第（８）和（９）列。可以发现，无论是解释变量的当
期值，还是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雾霾污染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城市是
否开通高铁的状态并不受当地雾霾污染水平的影响。事实上，高铁的修建并没
有选址在雾霾污染较高或较低的城市。与此同时，本文将方程（２）和（３）中的核
心解释变量更换为ＰＭ２．５的水平值，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２ｂ。可以发现，与
表２ａ的结论一致，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综上，高铁开通并不受
雾霾污染的影响，即不存在所担心的反向因果关系。

表２　雾霾污染对高铁开通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２ａ　雾霾污染对高铁开通影响的回归结果（以ｌｎＰＭ２．５为核心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高铁开通的年份 城市是否开通高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年
平均值

高铁

开通前

平均值

当期值

解释变

量滞后

一期

ｌｎ（雾霾污染）
－０．４６１６　０．０１４１ －０．４６５６ －０．４３５０ －０．７３７１ －０．５４８２ －１．２０６６ －０．１２７６ －０．１０２６

（０．６８６８） （０．７４６４） （０．８２３５） （０．７６１７） （０．７６５７） （０．８６３４） （０．７１４７） （０．２７３９） （０．２８２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 １７７　 １６９　 １６８　 １７０　 １７２　 １７８　 １７８　 ３６９５　 ３４３７

Ｒ２／伪Ｒ２　 ０．２４０６　 ０．２３８８　 ０．２１７９　 ０．２３８５　 ０．２２３８　 ０．２２７０　 ０．４２３８　 ０．１８６６　 ０．１８６３

　　注：第（１）至（７）列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省份层面的稳健标准误；第（８）至（９）列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
地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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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表２ｂ　雾霾污染对高铁开通影响的回归结果（以ｌｎＰＭ２．５水平值为核心变量）

被解释变量：高铁开通的年份 城市是否开通高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年
平均值

高铁

开通前

平均值

当期值

解释变

量滞后

一期

雾霾污染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６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 １７７　 １６９　 １６８　 １７０　 １７２　 １７８　 １７８　 ３６９５　 ３４３７

Ｒ２／伪Ｒ２　 ０．２３７３　 ０．２３９５　 ０．２１５５　 ０．２３６３　 ０．２２１４　 ０．２２４５　 ０．４１４９　 ０．１９２６　 ０．１９１７

　　注：第（１）至（７）列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省份层面的稳健标准误；第（８）至（９）列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
地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假设前提二：高铁开通前城市雾霾污染走势是否有相同趋势？

双重差分法的前提二要求，高铁先开通的城市与后开通的城市、未开通的
城市在高铁开通之前雾霾污染的趋势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或者即使存在差异，

差异也是固定的，即处理组城市与对照组城市在雾霾污染水平上具备共同趋
势。如此，才可以认为高铁后开通的城市和未开通的城市是先开通城市合适的
对照组。为检验这一共同趋势假设，本文参考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ｂ）、Ｌｉｎ（２０１７）、Ｑｉｎ
（２０１７）、Ｄｏｎｇ（２０１８）等文献的做法，利用事件分析法（ｅｖ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进行检验。

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Ｙｉｔ＝α＋ ∑
７

ｋ≥－７，ｋ≠－１
βｋＤ

ｋ
ｉｔ＋Ｘ′ｉｔγ＋ｕｉ＋λｔ＋εｉｔ （４）

其中，ｉ和ｔ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Ｙｉｔ表示城市雾霾污染水平，以ＰＭ２．５地表浓
度年平均值的对数值衡量。Ｄｋｉｔ表示高铁开通这一“事件”，是一个虚拟变量。

Ｄｋｉｔ的赋值如下：用ｓｉ 表示城市高铁开通的具体年份，如果ｔ－ｓｉ≤－７，则定义

Ｄ－７
ｉｔ ＝１，否则 Ｄ－７

ｉｔ ＝０；如果ｔ－ｓｉ＝ｋ，则定义 Ｄｋｉｔ＝１，否则 Ｄｋｉｔ＝０（ｋ∈
－７，７［ ］且ｋ≠－１）；如果ｔ－ｓｉ≥７，则定义Ｄ７＋

ｉｔ ＝１，否则Ｄ７＋
ｉｔ ＝０。关于前后７

期的设置，是因为最早开通高铁的城市样本较少（最早开通高铁的城市为２００８
年，因此开通前有８期），所以将前８期归类到前７期。同时，本文将高铁开通
的前一年作为基准年份，即方程（４）中去除了ｋ＝－１的虚拟变量。无疑，本文
主要关注参数βｋ，其反映了高铁开通的前后对城市雾霾污染水平的影响。方程
（４）中的其他变量设定一致于基本模型（１）。需要提及，方程（４）还具有另外一
个优势，即可以估计高铁开通影响雾霾污染的动态变化。相比之下，前文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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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１）的估计结果均为高铁开通影响雾霾污染的平均效应，从而忽视了不同

时期的动态特点。因此，方程（４）可以同时检验共同趋势假设与高铁开通影响

雾霾污染的动态效应。

图４ａ　ｌｎ（ＰＭ２．５）在高铁开通前后的差异

注：图中小圆圈为估计系数，虚线为估计系数９５％的置信区间。

为了更加直观地检验共同趋势的假设条件以及反映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

的动态影响，图４ａ绘制了ｌｎ（ＰＭ２．５）方程中参数βｋ 的估计值和９５％的置信区

间。图４（ａ，ｂ）中，横轴表示高铁开通前与开通后的年份数，如－５表示城市高

铁开通前的第５年，５则表示城市高铁开通后的第５年。由图４ａ可知，在高铁

开通之前，各城市雾霾污染浓度的差异不能拒绝为零的原假设，即各城市在高

铁开通之前雾霾污染浓度并不存在差异，证明了本文双重差分法满足共同趋势

假设。同时，高铁开通的当年，估计系数不显著；高铁开通的第１年，城市ＰＭ２．５
浓度显著降低２．１８％；高铁开通的第２年，城市 ＰＭ２．５浓度进一步降低到

６．１７％；高铁开通２年之后，高铁开通的减霾效应消失。与此同时，图４ｂ绘制了
（ＰＭ２．５）方程中参数βｋ 的估计值和９５％的置信区间。容易发现，图４ｂ的结论
一致于图４ａ的结论。总体而言，高铁开通的减霾效应出现在高铁开通后的第

一年和第二年。

上述结论的产生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高铁开通通过

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条途径影响雾霾污染水平。同时，结合后文

机制分析的内容（表９和图６）可知，高铁开通显著降低实际人均ＧＤＰ和能源消

费、调整产业结构和促进技术进步，并且高铁开通对资本劳动比和技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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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ｂ　ＰＭ２．５在高铁开通前后的差异

注：图中小圆圈为估计系数，虚线为估计系数９５％的置信区间。

影响可能是长期性的。本文将上述三条途径分为两种力量：一是减少雾霾污染
的力量；二是增加雾霾污染的力量。前者包括降低能源消费、调整产业结构和
促进技术进步，这些效应均有利于减少雾霾污染。后者是指，由于经济发展与

雾霾污染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当高铁开通降低实际人均ＧＤＰ，而经济发展又
与雾霾污染呈负相关关系时，高铁开通将促进雾霾污染；同时，高铁开通还具有
创造效应，即高铁开通诱发与刺激新的出行者与出行需求，从而加剧能源消费，

进而增加雾霾污染。图４（ａ，ｂ）表明，高铁开通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减少雾霾
污染的力量占据上风，促使高铁开通具有减霾效应；高铁开通第三年之后，两种
力量相互抵消，导致高铁开通的减霾效应并不显著。同时，由于环保等技术进

步的收益可能需要较长周期，这导致高铁开通对技术进步可能的长期影响尚未
转变为高铁开通的减霾效应。

&　实证结果与分析

&$"　基本回归

　　表３报告了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其中，第（１）至（３）

列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ＰＭ２．５地表浓度年平均值的对数，第（４）至（６）列模型的

被解释变量是ＰＭ２．５地表浓度的年平均值。可以发现，无论ＰＭ２．５地表浓度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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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对数值，高铁开通的估计系数在六类模型中均显著小于零，表明高铁开通总
体上有助于降低雾霾污染水平，意味着高铁开通具有减霾效应，带来了环境红
利，证实了研究假说１ａ。从估计系数的经济意义上看，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相比于未开通城市，高铁开通城市的 ＰＭ２．５地表浓度平均降低

１．８１％。由于样本期间ＰＭ２．５地表浓度的平均值为５２．２０μｇ／ｍ
３，所以高铁开通

可以使ＰＭ２．５地表浓度降低０．９４μｇ／ｍ
３（５２．２０×１．８１％）。同时，高铁开通开始

于２００８年，所以样本期间双重差分法一共捕捉了９年的平均处理效应，相当于
高铁开通每年促使ＰＭ２．５地表浓度降低０．２０％（１．８１％／９）。

表３　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雾霾污染水平的对数 被解释变量：雾霾污染水平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高铁开通
－０．０８０１＊＊＊ －０．０７３２＊＊＊ －０．０１８１＊ －３．６８４１＊＊＊ －３．９６２４＊＊＊ －１．００５８＊＊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１００） （０．４０７５） （０．４８８２） （０．４５２４）

人均道路面积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１４２　 ２．２２５１＊＊＊ ０．９２４６＊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１０８） （０．６６０３） （０．５３０８）

产业结构
－０．３５７８＊＊＊ －０．０９１５ －１６．１５５１＊＊＊ －３．１０９１

（０．０７１２） （０．０７２９） （３．１６１９） （２．８２９０）

ＦＤＩ比重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１１３９ －０．０４２５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７２６） （０．０６５９）

人口密度
０．０２５８ －０．２３５７＊＊＊ ４．８６０２ －７．２１０５＊＊

（０．０７８３） （０．０７４９） （３．３６１８） （２．９６０２）

教育水平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５９　 ０．４５０５ －０．０９８９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５４） （０．３０７１） （０．２２９３）

科技支出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９５　 ０．２７２２ －０．２１９４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６７） （０．２２８７） （０．１６２５）

财政支出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４８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４５２）

人均收入
－０．４８０１ －０．５１８０＊ －２７．９７３９＊ －２８．８３４６＊＊

（０．３２００） （０．２７９６） （１４．５１２７） （１１．８４４４）

人均收入的平方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２２９　 １．６０３１＊＊ １．３３２９＊＊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１５３） （０．７９４８） （０．６４６９）

常数项
３．８６７７＊＊＊ ６．４３９５＊＊＊ ８．１３４８＊＊＊ ５２．９４８９＊＊＊ １７７．４４０１＊＊＊ ２４６．５７７５＊＊＊

（０．００１８） （１．４２９０） （１．３１６５） （０．０８３２） （６２．６５６４） （５２．０１８８）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观测值 ３９９０　 ３６９５　 ３６９５　 ３９９０　 ３６９５　 ３６９５

Ｒ２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６３２　 ０．４０５１　 ０．０３９９　 ０．０６４１　 ０．４１０４

　　注：（）内数值为聚类（Ｃｌｕｓｔｅｒ）到地级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
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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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本文以表２第（３）列的双固定效应模型为准。

可以发现，人口密度的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人口集聚度的
提高有利于降低雾霾污染水平，类似于陆铭和冯皓（２０１４）的研究结论。同时，

人均收入的一次方项显著为负，平方项不显著为正，但人均收入的平方项在模
型（６）中显著为正，这表明样本时间内中国并不存在雾霾污染的库兹涅茨曲线，

类似于邵帅等（２０１６）的研究结论。他们发现，中国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
在显著的“Ｕ”型曲线关系，而不是先上升后下降的“倒Ｕ”型曲线关系。此外，其
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尚未明晰。

需要提及，产业结构、教育水平和人均收入等机制变量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可
能受到高铁开通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影响，即高铁开通可能捕获了这些机制变量
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效应。

&$#　异质性

&$#$"　地区异质性

　　上文分析了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总体影响，然而这种基于样本总体的分
析可能掩盖了潜在的地区差异，即高铁开通的雾霾污染效应在不同地区可能存
在差异。尤其是，中国幅员广阔，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均存
在的巨大差异，这导致各个城市雾霾污染水平和高铁网络密度迥异，因此本文
进一步考察高铁开通影响雾霾污染的地区差异。考虑到中国高铁网络的实际
情况是“东部沿海与中部相对密集，而西部相对稀疏”（张梦婷等，２０１８），本文将
样本划分为东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其中，对沿海城市
的划分标准来自《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即具有海岸线的直辖市和地级市，在本
文样本中共有５３个城市属于沿海城市。

表４第（１）至（４）列报告了东中部、西部、沿海、内陆城市子样本的回归结
果。不难发现，相比于西部和内陆城市，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应在东
中部和沿海城市的子样本中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高铁建设主要集中在东
部沿海和中部地区，导致并非所有地区都能够享受到高铁带来的外部性效益
（施震凯等，２０１８），故东中部地区较高的高铁网络密度使得高铁开通对雾霾污
染的边际效应较为显著。

表４　不同地区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东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沿海城市 内陆城市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市

高铁开通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２７４＊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１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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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东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沿海城市 内陆城市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市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７６２　 ９３３　 ７２７　 ２９６８　 １４５１　 ２２４４

Ｒ２　 ０．４４２４　 ０．５６２１　 ０．５４６７　 ０．３９６３　 ０．３７４６　 ０．４４２８

　　注：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水平。

同时，考虑雾霾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生产、机动车尾气、冬季取暖烧煤等导
致的大气中的颗粒物，而以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城市，特别
是中国庞大的矿产资源型城市，工业较为发达，天然区别于非资源型城市，所以
有必要考察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是否在这两类城市中存在差别，估计结
果见表４第（５）至（６）列。可以发现，相比于资源型城市，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
的抑制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的子样本中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资源型城市
最大禀赋优势是资源较为丰裕，地区发展主要依托于资源相关产业，产业也以
工业为主，这导致地方政府对环境因素考虑不足，进而使得高铁的减霾效应在
资源型城市的子样本中不显著。

&$#$#　创新异质性

高铁开通加快了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提高了区域之间的信息、技术和知识
的交流效率，产生知识溢出，并通过“时空压缩”和“边界突破”等效应加快技术
进步（施震凯等，２０１８）。关于高铁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不同创新水平的地区
在技术吸引和转化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高铁开通的雾霾污染效
应在不同创新水平城市的差异性。根据城市综合创新指数（创新指数来源于
《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和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本文将样本内的城市
分成三等份（低、中和高），以反映各个城市创新水平的差异性，估计结果见表５。

可以发现，高铁开通显著降低高创新水平、高人力资本水平地区的雾霾污染水
平，而对低、中创新水平以及低、中人力资本水平地区的雾霾污染水平影响并不
显著。这可能的原因是，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城市，越有可能高效
地利用高铁开通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越有利于促进环保技术和绿色技术的
进步，进而越有利于发挥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应。

表５　不同创新水平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低创新水平 中创新水平 高创新水平
低人力资本

水平

中人力资本

水平

高人力资本

水平

高铁开通
－０．０２６１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２４６）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１０８）

１３１



　
　

　
经 济 学 报

　
２０１９年９月

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低创新水平 中创新水平 高创新水平
低人力资本

水平

中人力资本

水平

高人力资本

水平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０８３　 １２８９　 １３２３　 １１２７　 １２７８　 １２９０

Ｒ２　 ０．３６７６　 ０．４７６９　 ０．４６３１　 ０．３４９４　 ０．４７１８　 ０．４５６５

　　注：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水平。

&$%　稳健性检验

（１）排除特殊样本和异常值。一方面，考虑到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
直辖市在行政级别上高于一般地级市，这可能对结果产生干扰。本文排除了这
四个直辖市重新回归，估计结果见表６第（１）列。另一方面，为排除异常值的干
扰，本文基于雾霾污染变量５％～９５％分位点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见表６第（２）

列。可以发现，两类模型中，高铁开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并且在数值上与基
本模型的估计系数较为接近，支持前文结论。

（２）排除样本期内一直未开通高铁的城市。本文的研究思路是比较高铁先
开通的城市与后开通的城市、未开通的城市之间雾霾污染的差异。为了缓解样
本异质性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排除样本期内一直未开通高铁的城
市的观察值（占全样本的３７．１９％）重新回归，估计结果见表６第（３）列。可以发
现，高铁开通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支持前文结论。

表６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排除

直辖市

排除雾霾

污染

异常值

排除样本

期内一直

未开通高

铁的城市

城市特定的

时间趋势

标准误聚类

到“城市—

年份”层面

所有解释

变量滞后

一期

控制高铁

开通前城市

ＧＤＰ和人口
特征

高铁开通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２６９＊＊＊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２６９＊＊＊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９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６３９　 ３３２７　 ２４２０　 ３６９５　 ３６９５　 ３４３７　 ３６９５

Ｒ２　 ０．４０４４　 ０．４１９０　 ０．４４６９　 ０．５５９７　 ０．９５４４　 ０．４０７６　 ０．５５９７

　　注：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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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城市特定的时间趋势。考虑到每个城市的雾霾污染随时间推移可能呈
现不同的时间趋势，本文在基本模型中进一步控制每个城市特定的线性时间趋
势，结果见表６第（４）列。可以发现，高铁开通的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为负，表明本文相关结论依然成立。

（４）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年份”层面。考虑到误差项可能存在空间和时间
相关性，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年份”的联合维度，对基本模型重新回归，

估计结果见表６第（５）列。可以发现，高铁开通的估计系数（－０．０１８１）在数值大
小上与基本模型的结果保持一致，并且通过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一致于本文
的核心结论。

（５）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考虑到高铁开通可能并非立即产生影响（刘
勇政和李岩，２０１７），本文对高铁开通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同时，为了避免联
立方程偏误，本文遵循沈坤荣和金刚（２０１８）的做法，对所有控制变量也滞后一
期，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６第（６）列。可以发现，本文相关结论依然成立。

（６）控制高铁开通前城市ＧＤＰ和人口特征。由于高铁的目的是连接主要
城市群，旨在成为行政中心和人口密集型的目标城市（张梦婷等，２０１８），从而一
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和人口多寡可能会影响高铁选址。为了控制上述
影响，本文采取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的思路，将２００７年城市ＧＤＰ、人口总数与时间趋势
项进行交乘，纳入回归方程中，估计结果见表６第（６）列。可以发现，高铁开通的
估计系数为负，并且通过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再次彰显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　基于 )*+－,-,方法的估计结果

上文已经证实处理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满足共同趋势假设，为了增强高铁
开通减霾效应的说服力，本节进一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ＰＳＭ－
ＤＩＤ）进行稳健性检验。在使用ＰＳＭ－ＤＩＤ方法时，首先将城市是否为高铁开通
城市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控制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ｔ回归，得到倾向得分值；然后将倾
向得分值最接近的城市作为高铁开通城市的配对城市，即作为控制组；最后再
利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依据可观测变量（控制变量）

挑选高铁开通城市的配对城市，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处理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
的系统性差异，有效缓解选择性偏差问题（石大千等，２０１８）。

表７报告了基于ＰＳＭ－ＤＩＤ方法的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回归结果。

本文使用的匹配变量是方程（１）的控制变量，匹配方法是卡尺内一阶近邻匹配。

其中，第（１）至（７）列分别使用的匹配数据是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的平均值和高铁开通之前年份的平均值。可以发现，七
类模型中，高铁开通的估计系数介于－０．０１８１到－０．０２２９之间，并且都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特别是第（６）和（７）列的结果一致于基本模型的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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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开通有助于降低雾霾污染水平”这一核心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７　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回归结果：ＰＳＭ－ＤＩＤ方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年
平均值

高铁

开通前

平均值

高铁开通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２２９＊＊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１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６１５　 ３４８４　 ３５００　 ３５４０　 ３５６２　 ３６９５　 ３６９５

Ｒ２　 ０．４１１８　 ０．４０７７　 ０．４０７４　 ０．４０８８　 ０．４０５４　 ０．４０５１　 ０．４０５１

　　注：（１）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
水平；（２）本文使用的匹配变量是计量方程（１）的控制变量，匹配方法是卡尺内一阶近邻匹配。

&$’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高铁开通的减霾效应受到遗漏变量干扰的可能性，本文参考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沈坤荣和金刚（２０１８）的做法，通过随机选择高铁开通城市进行安慰

剂检验。具体地，本文根据每年高铁开通城市的数量随机选择相同数量的处理

组城市，并构造“虚拟的人为设定”的处理变量 ＨＳＲｆａｌｓｅｉｔ ，使用计量方程（１）的模

型设定，对两类雾霾污染指标分别重复进行１０００次和２０００次回归，图５分别

绘制了四次模拟中处理变量 ＨＳＲｆａｌｓｅｉｔ 的回归系数和ｐ值的分布图。

在ｌｎ（ＰＭ２．５）方程中，基于随机样本估计得到的回归系数分布在０附近，进

一步计 算 得 到，两 次 模 拟 中 回 归 系 数 的 均 值 分 别 是 －０．０００３６７８ 和

－０．００００７７，而本文的基准回归系数是－０．０１８１，大于绝大部分模拟值。从ｐ值
的角度上看，在１０００次模拟中，有４１个估计值小于－０．０１８１且ｐ 值小于等于

０．１，这意味着此次模拟中本文的回归结果在９５．９％（１－４１／１０００）的概率上是正

确的；在２０００次模拟中，有６４个估计值小于－０．０１８１且ｐ 值小于等于０．１，这
意味着此次模拟中本文的回归结果在９６．８％（１－６４／２０００）的概率上是正确的。

在ＰＭ２．５方程中，基于随机样本估计得到的回归系数同样分布在０附近，进

一步计算得到，两次模拟中回归系数的均值分别是－０．０１２４４２和０．０００９６７，而

本文的基准回归系数是－１．００５８，大于绝大部分模拟值。从ｐ 值的角度上看，

在１０００次模拟中，有１６个估计值小于－１．００５８且ｐ值小于等于０．１，这意味着
此次模拟中本文的回归结果在９８．４％（１－１６／１０００）的概率上是正确的；在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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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随机分配高铁开通城市的模拟结果

次模拟中，有２４个估计值小于－１．００５８且ｐ 值小于等于０．１，这意味着此次模
拟中本文的回归结果在９８．８％（１－２４／２０００）的概率上是正确的。综上，可以认
为高铁开通的减霾效应至少在９５％的概率上并未受到遗漏变量的干扰。

&$(　内生性问题

虽然上文已经排除了高铁开通和雾霾污染之间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但
不可否认的是，高铁站的选址并非随机，而是受到某些因素影响。如果这些因
素又同时影响到某地区的雾霾污染水平，那么则导致“高铁开通”这一核心解释
变量的内生性，从而造成高铁开通与雾霾污染之间关系的估计不一致。为此，

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检验上文结论的稳健性。

关于高铁开通的工具变量，既有文献一般基于三种策略进行构造：①基于
最小路径树构造潜在的高铁开通变量。这一思路源于Ｆａｂｅｒ（２０１４）关于中国高
速公路的研究，此后被一些学者（张克中和陶东杰，２０１６；Ｇ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张梦
婷等，２０１８）移植到高铁的相关研究中。最小路径树是一种直线策略，通过将中
心城市用直线连接，利用“是否位于连接中心城市的直线上”作为高铁开通的工
具变量。②历史的铁路线。这种构造工具变量的思路能够较容易地满足工具
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的两个基本要求，因为历史的铁路线会影响到现在的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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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但又不会影响现在的经济社会变量。如Ｚ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Ｋａｈｎ（２０１３）、Ｄｏｎｇ
（２０１８）利用城市“在１９６１年是否通铁路”作为高铁开通的工具变量；Ｄｉａｏ
（２０１８）利用城市“在１９７８年是否有双轨（复线）铁路”作为高铁开通的工具变
量。③坡度。从外生性来说，坡度作为外生的地理变量，一般与经济社会变量
不相关；从相关性来说，城市坡度越高，修建高铁等基础设施的难度就越大，这
与“地理开发成本最低”（Ｆａｂｅｒ，２０１４）原则相违背，从而越不可能修建高铁等基
础设施。如Ｄｕｆｌｏ　ａｎｄ　Ｐａｎｄｅ（２００７）利用坡度作为“水坝”这一基础设施的工具
变量；刘冲和周黎安（２０１４）利用县的平均坡度作为高速公路建设的工具变量；

李欣泽等（２０１７）利用县的平均坡度作为高铁开通的工具变量；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利用城市平均坡度作为道路面积密度的工具变量。

本文遵循第三种工具变量策略的思路，以每个城市的平均坡度构造高铁开
通的工具变量。由于坡度是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本文遵循刘冲和周黎安
（２０１４）、李欣泽等（２０１７）的做法，将坡度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乘积作为高铁开通
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见表８。可以发现，在ＩＶ第一阶段回归中，坡度与年份虚
拟变量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绝大多数为负，在第一种和第二种设定中分别有１２
个和２个系数显著为负，但两种设定中交叉项估计系数的联合Ｆ 检验都在１％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一个城市的平均坡度越大，则该城市的地形起伏越
大，修建高铁的难度和成本就越高，从而越不容易有高铁修建，符合于经济直
觉，也一致于李欣泽等（２０１７）的研究结论。在ＩＶ第二阶段回归中，高铁开通的
估计系数为负，并通过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高铁开通显著降低雾霾污染
水平，一致于前文的结论。同时，两种设定的第一阶段Ｆ 值分别为１０．２５０和

４．０８２，后者小于１０，表明第二种设定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可能。但结合前文一系
列的稳健性检验，可以认为“高铁开通具有减霾效应”这一核心结论是可靠的。

表８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第一种设定 第二种设定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高铁开通
－０．６１２９＊＊＊ －０．２３２８＊＊＊

（０．０６４８） （０．０５６３）

坡度×２００３年虚拟变量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１６５）

坡度×２００４年虚拟变量
－０．０５０６＊＊＊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１６４）

坡度×２００５年虚拟变量
－０．０６５２＊＊＊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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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第一种设定 第二种设定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坡度×２００６年虚拟变量
－０．０７２０＊＊＊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１５９）

坡度×２００７年虚拟变量
－０．０９０１＊＊＊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１５７）

坡度×２００８年虚拟变量
－０．０９５１＊＊＊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１５４）

坡度×２００９年虚拟变量
－０．０８８２＊＊＊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１４８）

坡度×２０１０年虚拟变量
－０．０７３０＊＊＊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１５０）

坡度×２０１１年虚拟变量
－０．０６８３＊＊＊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１５９）

坡度×２０１２年虚拟变量
－０．０６５５＊＊＊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１６３）

坡度×２０１３年虚拟变量
－０．０５３２＊＊＊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１６２）

坡度×２０１４年虚拟变量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１２７）

坡度×２０１５年虚拟变量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９２）

第一阶段Ｆ 值 １０．２５０　 ４．０８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 ３７６３　 ３６９５　 ３６９５　 ３６９５

Ｒ２ ０．４０００　 ０．３１７６　 ０．４９８９　 ０．２３１９

　　注：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水平。

’　机制分析

前文的分析表明，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雾霾污染水平。那么，高铁开通是

如何降低雾霾污染水平的呢？为了考察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本文

参照Ｑｉｎ（２０１７）、Ｇ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的做法，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总体效应：Ｍｉｔ＝β０＋β１ＨＳＲｉｔ＋Ｚｉｔξ＋ｕｉ＋λｔ＋εｉｔ （５）

动态效应：Ｍｉｔ＝β０＋ ∑
７

ｋ≥－７，ｋ≠－１
βｋＤ

ｋ
ｉｔ＋Ｚｉｔξ＋ｕｉ＋λｔ＋εｉ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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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ｉ和ｔ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Ｚｉｔ表示一组控制变量；ｕｉ和λｔ 分别表示城市

个体效应和年份效应；εｉｔ表示随机误差项。方程（５）的总体效应方程类似于方
程（１）的设定，方程（６）的动态效应方程类似于方程（４）的设定。根据前文理论

机制的分析，本文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条途径入手，选取七类变

量作为方程（５）和（６）的被解释变量Ｍｉｔ。具体地，规模效应以实际人均ＧＤＰ和

人均电力消费（均取对数）来表示；结构效应以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来表

示，前者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第

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后者以资本存量与劳动力的比

值（取对数）衡量，资本存量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技术效应以创新水平和人

力资本来表示，前者以城市综合创新指数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和产业

创新力报告》（寇宗来和刘学悦，２０１７），后者以大学生比重（普通高校在校学

生数占人口总数的比重）衡量。同时，方程（５）和（６）中纳入如下控制变量：人

均道路面积、ＦＤＩ比重、人口密度、科技支出和财政支出，这些变量的度量一致

于上文。

表９报告了基于方程（５）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的回归结果。

①规模效应的估计结果见表９第（１）和（２）列。可以发现，实际人均ＧＤＰ方程

中，高铁开通的估计系数为负，并通过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高铁开通降

低实际人均ＧＤＰ，一致于Ｇ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的结论。考虑到经

济发展与雾霾污染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高铁开通通过经济发展这一途径影响

雾霾污染存在效应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人均电力消费方程中，高铁开通的

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高铁开通有利于降低人均电力消费。鉴于中国煤炭发

电占主导的事实，电力等能源消费一般与雾霾污染呈正向变动关系，因此高铁

开通降低人均电力消费有利于降低雾霾污染水平。总而言之，上述结论表明高

铁开通凭借降低规模效应中的能源消费而抑制雾霾污染。②结构效应的估计

结果见表９第（３）至（６）列。不难发现，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二产比重，并增加

了三产比重，进而提升了三产与二产的比值，意味着高铁开通调整了产业结构，

一致于Ｌｉｎ（２０１７）、Ｄｏｎｇ（２０１８）的结论。同时，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资本劳动

比，说明高铁开通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对于雾霾污染治理起到积

极作用。③技术效应的估计结果见表９第（７）和（８）列。可以发现，高铁开通显

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指数和大学生比重，进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类似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的结论。作为高级人才的代表，大学生比重提升有利于提高城市人

力资本水平。城市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环保技术和绿

色技术的进步。总之，高铁开通凭借降低规模效应中的能源消费、调整产业结

构和要素禀赋结构以及提升创新技术水平等渠道降低雾霾污染水平，证实了研

究假说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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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机制分析的回归结果：方程（５）的总体效应

规模效应 结构效应 技术效应

实际人均

ＧＤＰ

人均电力

消费
二产比重 三产比重 三产／二产

资本存量／

劳动力
创新指数

大学生

比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高铁开通
－０．０４０７＊＊＊ －０．０６０２＊ －１．３４６３＊＊ ０．７４９３＊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６５７＊＊ ０．２７４３＊＊＊ ０．２６９７＊＊＊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３２３） （０．５２４５） （０．３８５９）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５９６）

人均 道 路

面积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６５５＊ ０．３４９１　 ０．１８７１ －０．００９５　 ０．１０８５＊＊＊ －０．０６６０ －０．１１３８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３５２） （０．８２７９） （０．４８２６） （０．０３４１） （０．０４０８） （０．０４１５） （０．０７４４）

ＦＤＩ比重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５　０．３１８４＊＊＊ －０．３７１０＊＊＊－０．０２０１＊＊＊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６１０＊＊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５１） （０．１０２７） （０．０９７６）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２８２）

人口密度
－０．１０５０　 ０．３８０７ －１．９３９３　９．８６４６＊＊＊ ０．３２６４＊＊ －０．８１４４＊＊ ０．４９０５　 １．２５０４

（０．１８９０） （０．３５８１） （４．７６７５） （３．０３３７） （０．１４８３） （０．３６５６） （０．４９３２） （０．８４２２）

科技支出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６８ －０．５９０４＊＊ ０．３２３３＊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５０５＊＊＊ ０．１４８８＊＊＊ ０．０７０８＊＊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８８） （０．２３５７） （０．１６４４）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３７１） （０．０３２１）

财政支出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７０７）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７６）

常数项
９．４８７４＊＊＊ ３．９１９３＊ ５４．７０７８＊＊ －１９．４２５８ －０．９１７５　 １５．９３９２＊＊＊ －２．０５６１ －５．７４４８

（１．０８９０） （２．０７２７） （２７．５８７７） （１７．５２４２） （０．８４９３） （２．１０３３） （２．８３５３） （４．８６３６）

城市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７６３　 ３６９８　 ３７６３　 ３７６２　 ３７６２　 ３７６３　 ３７６３　 ３６９６

Ｒ２　 ０．５４４７　 ０．６２３０　 ０．２４５５　 ０．３６８７　 ０．２３３３　 ０．８９２６　 ０．７８７５　 ０．３５６９

　　注：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水平。

为了进一步考察高铁开通凭借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条渠道影

响雾霾污染的动态效应，本文利用事件分析法估计方程（６），并绘制了高铁开通

的估计系数βｋ 的估计值及其相应９５％的置信区间，见图６。①规模效应。由
图６（ａ）可知，高铁开通前，高铁开通城市（处理组）的实际人均ＧＤＰ显著高于未

开通城市（控制组）；高铁开通后第２～５年，处理组的实际人均ＧＤＰ显著低于

控制组，这表明高铁开通对实际人均ＧＤＰ的抑制效应。由图６（ｂ）可知，人均电

力消费在高铁开通前后的变化趋势类似于实际人均ＧＤＰ，高铁开通前第７和６
年以及开通前第４和３年，处理组的人均电力消费显著高于控制组；与此相反，

高铁开通后第４和５年，处理组的人均电力消费显著低于控制组。这种反差体

现了高铁开通对人均电力消费的抑制效应。②结构效应。由图６（ｃ）至图６（ｅ）

可知，高铁开通对二产比重的抑制效应出现在开通后的第２～４年；高铁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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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事件分析法：方程（６）的动态效应

注：图中小圆圈为估计系数，虚线为估计系数９５％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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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产比重的促进效应出现在开通后的第３年；高铁开通对三产与二产的比值

的提升效应出现在开通后的第２年以及第４～６年。由图６（ｆ）可知，高铁开通

对资本劳动比的促进效应出现在开通当年以及开通后的第２～７年。③技术效

应。由图６（ｇ）可知，高铁开通对创新的影响较为显著，从高铁开通的当年一直

到开通后的第７年，促进效应逐渐增大。由图６（ｈ）可知，高铁开通对大学生比

重的提升效应出现在开通当年以及开通后的第１～６年。

(　结论与政策建议

自２００８年中国第一条京津城际高铁开通以来，高铁迅猛发展，对经济、结

构、技术等方面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这进一步影响到雾霾污染。然而，既有文

献主要关注高铁对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房价等方面的影响，并且雾霾治理的

文献也没有关注高铁的作用。鉴于此，本文将高铁在不同城市、不同时间的开

通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中国２８５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

渐进性的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了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

究发现：（１）高铁开通不受当地雾霾污染水平的影响，并且高铁开通城市与未开

通城市满足共同趋势假设；（２）整体上，相比于未开通城市，高铁开通城市的

ＰＭ２．５地表浓度平均降低１．８１％，意味着高铁开通带来了环境红利；从动态效应

上看，高铁开通的减霾效应出现在开通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３）高铁开通对雾

霾污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减霾效应在东中部城市、沿海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

高创新水平城市、高人力资本水平城市更加显著；（４）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凭

借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条途径降低了雾霾污染水平。此外，本文通

过ＰＳＭ－ＤＩＤ方法、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方法等方式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在财政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受到的质疑较多，高铁亏损运行的新闻也

常常见诸报端。高铁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目标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

大化，而不一定需要盈利，更不应该停留于高铁票价是否能够覆盖运营成本等

有失公允的话题。因此，有效评估高铁的福利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且

高铁的福利效应不仅仅包括经济效应，还应该包括环境、健康等公共福利效应。

鉴于此，本文从环境福利的角度提供了高铁开通带来额外收益的证据。结合核

心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应持续增加高铁网络密度，提升高铁的环境福利效应。

高铁作为新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加速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跨区域流

动，对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同时，应优化高铁网络布局，加大对西部城市和内陆城市的投资力度，因势

利导地合理规划和引导欠发达地区的高铁建设，从而构建一体化的高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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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努力改变高铁网络“中西部地区相对稀疏”的实际情形，缩小地区间的高铁发
展差距，从而充分发挥内陆地区高铁开通的减霾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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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梅，张晓．２０１４．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及经济、能源结构影响［Ｊ］．中国工业

经济，（４）：１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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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４）：１９－３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秦蒙，刘修岩，仝怡婷．２０１６．蔓延的城市空间是否加重了雾霾污染———来自中国

ＰＭ２．５数据的经验分析［Ｊ］．财贸经济，３７（１１）：１４６－１６０．

Ｑｉｎ　Ｍ，Ｌｉｕ　Ｘ　Ｙ，Ｔｏｎｇ　Ｙ　Ｔ．２０１６．Ｄｏｅｓ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ｒａｗｌ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　ｈａｚ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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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帅，李欣，曹建华，等．２０１６．中国雾霾污染治理的经济政策选择———基于空间溢

出效应的视角［Ｊ］．经济研究，（９）：７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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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大千，丁海，卫平，等．２０１８．智慧城市建设能否降低环境污染［Ｊ］．中国工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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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泽，纪小乐，周灵灵．２０１７．高铁能改善企业资源配置吗？———来自中国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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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中，陶东杰．２０１６．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分布效应———来自高铁开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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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６）：６２－７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梦婷，俞峰，钟昌标，等．２０１８．高铁网络、市场准入与企业生产率［Ｊ］．中国工业

经济，（５）：１３７－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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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玉龙，杨继东，黄阳华，等．２０１８．高铁对城市地价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来自

微观土地交易的证据［Ｊ］．中国工业经济，（５）：１１８－１３６．

Ｚｈｏｕ　Ｙ　Ｌ，Ｙａｎｇ　Ｊ　Ｄ，Ｈｕａｎｇ　Ｙ　Ｈ，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ｏｎ　ｌ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　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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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ｎｇ　Ｘ　Ｆ．２０１８．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Ａ：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１１６：６０３－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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